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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高素质、高追求的知识型员工，传统激励因素的影响效用已逐渐下降，内心对于工作的使命感更能驱动其提升工作绩效、实现工作创新。基于中国情境，对知识密集型企业的207名知识型员工进行调查，选取职业召唤作为主要研究变量，通过实证分析探究职业召唤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支持感在这个关系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同时探讨外部环境因素对员工内部动机的影响。研究表明：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及其下属的创新构想和创新执行两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及其各维度的正向影响关系。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情境下职业召唤理论及其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为企业的人才激励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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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areer Call Bring Innovation to Employees?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based Workers' Professional Call on Innovation Behaviors：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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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knowledge workers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pursui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otivation factors ha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the inner sense of mission can drive them to improve their work performance and achieve job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207 knowledge workers in knowledge-intensive enterprises, selects career call as the main research variable,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call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influence and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employees' internal motiv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eer cal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its subordinate innovation conception and innovation execution，organizational support sense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call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its dimensions. The result verifies the theory of career call in Chinese contex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knowledge worker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alent incentive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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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技术和潮流不断快速更迭的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行为对于企业而言非常重要。从柯达、诺基亚等知名企业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没落的教训中，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企业的开拓创新是其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创新，是为突破企业自身的局限，摒弃旧体制和旧方法，追上时代的潮流，迎接市场的竞争。
企业最宝贵的财富是员工，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员工的创新。员工的创新行为能够增加组织的活力，推动企业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企业创新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成为了企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知识型员工显得尤为特别。何为知识型员工呢？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指的是一群拥有较高综合素质水平、高成就和价值取向、较强自主思考和学习能力，以知识和价值创造为工作内容的员工。在知识型员工身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薪酬、奖金等外在激励因素的效用将呈现边际递减，逐步成为双因素理论中的保健因素[1]。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和工作的意义感将逐步成为知识型员工创新的持续动力和内在驱动。
因此对于知识型员工，职业召唤的研究将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中新情境下的焦点。职业召唤（calling）的概念最初来源于西方宗教文化，描述神职人员收到上帝感召而从事特定的职业，《圣经》中就出现有关职业召唤的故事。在后来的发展中，随着宗教的改革，职业召唤的概念也应用到了工作中。在工作领域，职业召唤更多描述的是员工对于自己从事工作的使命感、认可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职业召唤在员工的工作动机中可以扮演内在驱动力的角色。从心底里认可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工作而存在，在工作中有很强的自我实现的感觉，这样的工作状态将有助于激励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不满现状、推陈出新，产生更多的创新构想并执行推动，带动企业不断发展。
当前的研究中关于职业召唤的内容集中在国外，国内学者对于职业召唤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自我实现和工作价值对于知识型员工的影响和激励程度越来越大的今天，有关职业召唤的研究显得愈加重要；同时，国内情境下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相关常见变量的关系上，缺少以开放的视角和深入的挖掘来探究职业召唤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针对知识型员工这个群体，探究作为内驱力的职业召唤与员工的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人才管理和激励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2   研究评述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界定
2.1.1 职业召唤
职业召唤（calling）在国内的研究中也被翻译为呼唤和职业使命感[1-2]。召唤的说法最早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用来描述那些受到上帝感召并响应上帝的行为，其中广为大众熟知的便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中，诺亚的行为便是受到召唤的影响。Davidson等[3]的研究均认为职业召唤是受上帝的感召而心生向往，主动去从事某项工作。在宗教的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宗教中的很多理念都逐渐与世俗相结合演化，召唤的概念也逐步从神坛走向普罗大众。到了20世纪80年代，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开始涉足职业召唤领域。Robert等[4]发现在普通的劳动者心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工作意义感和使命感，对为社会带来效益感到成就和满足。早期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集中在界定职业召唤的含义及其来源上。赵海霞等[1]归纳了职业召唤研究过程中学界主要的几点内容：（1）职业召唤是来自于内心的信仰和追求还是源于外在的社会影响；（2）职业召唤的相关研究都强调了工作带来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感和意义感；（3）职业召唤普遍是带亲社会属性的。新古典主义认为职业召唤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导向，强调个体主观上对某种职业产生命中注定的感觉。另外一些观点认为，职业召唤来自外界影响。作为外部因素，职业的特定内容对个人产生的吸引和导向则为职业召唤。Dik等[5]的研究指出，召唤是个体感受到的指向特定职业并超越自我的力量。Hall等[6]则将职业召唤看作职业成功的外在最高水平和标准，是个人视为人生目标的职业。从总体上看，职业召唤更多是一个外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的构念。召唤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因素对个体产生强烈的吸引，也要有内在主观认可和使命，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个体对这项事业的投入成为一种沉迷，觉得自己生而注定要做这个工作。
早期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大部分从召唤来源、心理动机等方面进行定性的探讨，缺少定量的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Dobrow等[7]代表性地提出了关于职业召唤的测量方法，认为职业召唤是一个连续性的心理构念，不是用“有”和“无”来进行判别，而是可以定量地描述：职业召唤是个体从事某个特定领域的工作时表现的激情和满足感，同时还对自己和社会富有意义。这个定义综合了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驱动，将召唤描述成定量的心理知觉，并开发了一维的测量量表，推动了职业召唤的研究。国内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如：田喜洲等[2]综述了职业召唤的相关研究，将职业召唤的界定区分为3个角度，分别是神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认为神学范畴内的概念强调上帝感召，心理学的概念强调自我知觉，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偏向工作，但这三者之间的概念有所重叠。赵海霞[1]将召唤翻译为工作使命感，对职业召唤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提出需要加强对职业召唤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研究。裴宇晶等[8]综合前人研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情境下职业召唤对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为职业召唤在中国情境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前人研究的结果，综合了多方面的研究视角，认为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职业召唤是个体将某种特定工作视为生命意义的一种主观和连续的心理知觉，是对职业的使命感。它的特点是认同职业的社会价值和贡献，同时能通过职业带来具有意义感和价值感的自我实现。
2.1.2  员工创新行为
在面对当前市场环境下不确定性的挑战和跨界竞争的冲击时，组织中的成员拥有持续的创新行为是企业不断跑赢市场的制胜法宝。员工的创新行为是企业创新中的一部分，却也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源泉。如何激发和释放组织中成员的创造力，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已经成为管理研究和企业实践中重要的方向。关于创新行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创新行为的定义在与创造力的比较中不断明晰。Scott等[9]指出创新行为既包括新颖想法的产生，也包括相应的实践和执行，而创造力更多指的是创新构想的产生，将创新行为划分为3个阶段：（1）问题的确定已经想法和解决构思的产生；（2）寻求支持构想的方法；（3）形成模式和标准使之可以被复制和扩散。后续的研究中，Kleysen等[10]将创新行为总结为寻找机会、产生想法、形成调查、支持以及应用5个维度，也制定了相关的量表。创新行为在国内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台湾省，黄致凯[11]采用Kleysen等[10]的量表进行中国情境下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将创新行为归纳为构想产生和构想执行两个维度，具有很好的检验效果。卢小君等[12]也对Kleysen等[10]的量表进行调整和检验，验证并使用了创新行为的构想产生和构想执行两个维度，同时认为员工的背部动机是促进个人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考虑中国情境，认可黄致凯[11]和卢小君等[12]的研究，并采用二维的创新行为量表，将创新行为的概念界定为：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愿意和努力去付出并实现创新行为的过程，这里面包含了创新构想和创新执行两个过程。
2.1.3  组织支持感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Eisenberger等[13]依据成熟的互惠原则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在组织内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的因素，即组织支持感，将组织支持感定义为：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对其工作的评价、对其幸福感的关注，将形成员工对组织支持的综合的整体性认知。可见，组织支持感主要表现在对员工工作的认可和对员工福利的重视。组织支持感作为一种组织内部性因素，往往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工作绩效等存在较大的影响。具有较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在进行归因时，常会作出对组织有利的归因，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更倾向于发展成为“关系型”。其他方面，有较多学者认为组织支持感不仅仅包括员工对组织在自己工作和福利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还应包括工具性的支持，如设备、资金等等。国内许多学者对组织支持感进行研究，如凌文辁等[14]提出组织支持感应包括工作支持、关系员工利益和对员工价值认同3个维度。总体而言，组织支持感是员工感知中的外部激励因素。
本研究认可并采用Eisenberger等[13]对于组织支持感的概念定义，采用姜薇薇等[15]对Eisenberger等[13]的量表进行优化后的题项进行组织支持感的测量。
2.2   研究假设
2.2.1  职业召唤与员工创新行为
职业召唤对员工工作中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衍生于职业召唤脱离宗教外衣之后对员工工作效率和组织态度影响的研究。Duffy等[16]在研究中指出，职业召唤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降低离职倾向。Hirschi[17]也认为职业召唤会为员工带来对工作的认同，因此员工有更充足的精力投入工作，注重工作效率和结果。而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中也提到，员工本身的工作动机对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Amabile[18]提出内部动机有助于为员工带来工作中的创新性，不同类型的工作动机会对工作过程带来不同的结果。国内学者卢小君等[12]也验证了员工工作的内在动机正向影响了创新行为的产生和执行。职业召唤的使命感和意义感知能为知识型员工带来强烈的内部工作动机，激励员工保持积极工作态度，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这种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根据Duffy等[19]的工作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员工自身的内部驱动力、内在需求和情绪是自我决定的动机来源，职业召唤中的使命感和意义感为员工提供充足的内驱力，这种自我决定下的工作模式更有利于员工在工作行为上的创新。Amabile[18]也在动机-工作匹配理论中提到，个体在处理和解决工作问题时，如果更多是发自内心投入工作，不受外部因素转移注意力，会有助于他们产生具有创造力的想法。
但在目前的职业召唤研究中，直接探究职业召唤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存在空白，大部分职业召唤的研究成果来源于西方国家，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可能使得研究结果与国内存在不同。国内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对工作态度和离职倾向的程度上，对于员工的行为结果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专门针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探究中国情境下职业召唤对于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对职业召唤领域的研究进行补充和拓展。另外考虑到创新行为包含创新构想的产生和构想内容的执行两个维度，本研究增加了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细分维度的假设。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如下：
H1：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呈显著正向影响。
H2：职业召唤与创新构想的产生呈显著正向影响。
H3：职业召唤与创新构想的执行呈显著正向影响。
图1改正：图内字体过大，请采用小五号并注意全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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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职业召唤作为个体内部因素，在对员工行为产生影响的同时必定会受到来自个体外部的因素影响。在组织的范围内考虑，员工对组织的综合感知将是影响他们工作付出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理论和互惠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交换的成分，在社会交换中，人们愿意向对自己作出正向积极行为的人反馈积极的回报；在组织中也是如此，当组织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时，外部环境的收获和优待使得员工更愿意在工作中付出和创造。同时社会需求理论也指出，创新行为是一个具有风险和非流程化的行为，创新的行为个体需要获得支持感才能更好地付诸行动，来自组织的支持便扮演了环境支持和帮助的最佳角色。Kraimer等[20]指出组织支持感能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绩效。卢纪华等[21]也在研究中提到，员工在感受到组织支持时,会更加认同组织环境，并对于组织工作有更大付出。因此，组织支持感相当于是激励、推动员工实现创新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个因素以支持和辅助的形式存在，这个环境因素会对职业召唤在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的作用。
职业召唤作为驱动员工创新的内部动力，与作为外部环境激励因素的组织支持感，更多的时候存在互补的关系。职业召唤来自于员工的内心，是一种自生的对职业的使命感，与组织的支持没有因果和辅助的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容，支持个体发挥效用的除了自身的自主性之外，便是组织中的关系。当组织支持感较强，企业为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较多支持和外部福利时，外在动机的内化强度大，外在动机提供了员工创新的自主性，这时候便会减少员工自身内在驱动力对于创新的激励作用；而在外部组织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职业召唤等内部动机占据主要的影响地位，更能发挥自身的驱动作用。另一个方面，Mischel[22]提出的强弱情境假说认为，强情境下环境因素占主导地位，组织预期一致性较强，个人因素和差异性会被掩盖和隐藏，这也是一种所谓的“从众效应”。在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组织支持越充足，职业召唤等内在因素的作用将不明显。因此，本研究大胆地作出假设。
H4：组织支持感在职业召唤作用于创新行为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5：组织支持感在职业召唤作用于创新构想的产生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6：组织支持感在职业召唤作用于创新构想的执行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综合素质高，从事高价值的创造性工作，因此本研究在样本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偏向性，问卷均具有目的性地派往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等手中。本研究的调研工作持续两个多月，分别通过网络发放和直接发放两种方式，样本集中分布在广州、深圳和上海的大型知识密集型企业，部分问卷集中发放到深圳某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金公司、广州市某著名券商机构和广州市某著名教育机构等，总体上覆盖互联网、金融、消费品和教育培训等行业，地区分布上也跨越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各大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19份，剔除数据缺失和无效样本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207份，有效回收率为94.5%。
通过对调研问卷的统计，在性别方面，男性样本占55.07%，女性样本占44.97%；年龄方面，处于工作黄金时期的年龄段占了多数，21～30岁的员工占了65.7%，31～40岁的员工占了23.2%；基于研究对象为知识型员工，故样本所在行业也主要分布在互联网和金融等行业，其中互联网企业员工占比达31.4%，金融从业者达14.9%，教育培训和科研机构从业者达11.1%，其余样本分布在制造业、房地产和交通能源等行业；从数据上看，样本从事的岗位分布比较平均，其中14.5%为技术研发人员，17.4%为专业人员岗（如律师，会计师），15.9%为管理人员，12.6%为市场公关岗。调研对象均为知识型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比例达96.2%，其中大部分为普通员工，占比为58.9%，管理层人员占比41.1%。
3.2   变量的测量
3.2.1  职业召唤
目前关于职业召唤的量表主要有Dobrow等[7]提出的CQ12单维量表、Dik等[23]提出的CVQ三维量表和Amabile[18]提出的MCM三维量表，后两个量表因为缺少信效度检验和过于抽象的题项内容，在研究中采用较少。结合职业召唤国内外的研究，本研究认可Dobrow等[7]关于职业召唤的定义和相关研究，认可其一维的职业召唤模型，并且采用其历时多年开发，经过1 500名参与者测试的CQ12单维量表来对职业召唤进行测量。在引入国内情境下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该量表进行原意不变的语言翻译调整，李云萍等[8]均采用该量表对职业召唤进行测量，有较成熟的实证验证验证。本研究采用的CQ12单维量表共有12个题项，通过Linker五点计分法，让研究对象对题项的描述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进行1—5分的打分，得分越高表示具有更高的职业召唤。经信度检验得到该量表的α值为0.916，表明信度良好。
3.2.2  组织支持感
本研究中组织支持感的测量采用的是改进版的Eisenberger等[13]开发的组织支持感的测量量表。该量表最初的时候有36个题项，在后续的组织支持感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者为了便于调研，降低被调查者的测试时间，均选取了量表中因子载荷较高的几个题项构成独立量表，经检验信效度较高。本研究所采用的独立量表，借鉴国内学者姜薇薇[15]在依据国内情境下改良的组织支持感量表，共有8个题项，其中有一个反向题，采用Linker五点计分法进行测量，让研究对象对题项的描述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进行1—5分的打分，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更高的组织支持感。经信度检验得到该量表的α值为0.821，信度较好。
3.2.3  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的研究中，Kleysen等[10]对于创新行为多个维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贡献，他们通对数十篇创新行为的文献中进行创新活动的归纳，得到5个维度的创新行为构念和量表，但检测发现量表的信效度不够高。在国内情境的研究中，黄致凯[11]借鉴Kleysen等[10]的量表得出创新行为包括创新构想和构想执行两个维度；卢小君等[12]进一步对量表进行优化，验证了信效度，更符合国内情境。本研究借鉴该量表进行检验和修订，信度检验得到α值为0.911，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同样采用Linker五点计分法进行测量，量表分为创新构想和构想执行两个部分。
4  研究结果
4.1  同源性偏差检验
为了防止调研过程中由于数据来源单一等原因产生同源性偏差的结果，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先进行同源方差检验，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将所有量表的题项一起进行因子分析，通过观察未旋转的主成分来判断同源偏差。由结果可得，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37.16%的载荷量，未超过50%，因此本研究没有出现同源偏差。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1.0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分析职业召唤、组织支持感和创新行为中创新构想和构想执行两个维度的区分效度。由表1的结果可得，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中四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最佳，比拟合效果最好的三因素和单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都要高，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采用四因素模型是为最佳模型，各个因素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1 样本数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R
	RMSEA

	单因素模型
	1 332.576
	464
	2.870
	0.729
	0.710
	0.067
	0.095

	二因素模型
	1 079.653
	463
	2.330
	0.807
	0.794
	0.063
	0.080

	三因素模型
	744.406
	461
	1.610
	0.911
	0.905
	0.044
	0.055

	四因素模型
	735.144
	458
	1.610
	0.913
	0.906
	0.043
	0.054


      注：1）单因素模型：职业召唤+组织支持感+创新行为；2）双因素模型：职业召唤+组织支持感，创新行为；3）三因素模型：职业召唤，组织支持感，创新行为；4）四因素模型：职业召唤，组织支持感，创新构想和构想执行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所示为计算得出的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其相互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结合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及其各个维度之间都具有相关关系。其中，职业召唤与创新构想呈显著正相关（r=0.626,P<0.01），与构想执行呈显著正相关（r=0.596, P <0.01）,与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644, P <0.01）。该过程证明模型假设中的变量之间具备正确关系。
表2 变量描述性分析及相关系数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别
	1.45
	0.50
	－
	
	
	
	
	
	
	
	
	
	

	2年龄
	2.44
	0.74
	－0.004
	－
	
	
	
	
	
	
	
	
	

	3行业
	4.25
	3.04
	0.092
	0.077
	－
	
	
	
	
	
	
	
	

	4岗位
	4.67
	2.24
	0.035
	0.134
	0.036
	－
	
	
	
	
	
	
	

	5学历
	3.34
	0.57
	－0.076
	0.045
	0.010
	0.143*
	－
	
	
	
	
	
	

	6层级
	1.63
	0.89
	－0.048
	0.393**
	0.006
	0.096
	0.097
	－
	
	
	
	
	

	7职业召唤
	3.49
	0.27
	－0.013
	0.251**
	0.004
	0.033
	0.151*
	0.252**
	－
	
	
	
	

	8组织支持感
	3.40
	0.15
	0.033
	0.134
	0.050
	－0.047
	0.037
	0.228**
	0.472**
	－
	
	
	

	9创新构想
	3.93
	0.15
	0.084
	0.222**
	0.045
	0.006
	0.164*
	0.288**
	0.626**
	0.558**
	－
	
	

	10构想执行
	3.72
	0.30
	0.079
	0.120
	0.053
	0.124
	0.183**
	0.268**
	0.596**
	0.579**
	0.795**
	－
	

	11创新行为
	3.83
	0.58
	0.086
	0.178*
	0.052
	0.071
	0.184**
	0.293**
	0.644**
	0.601**
	0.942**
	0.952**
	－


注： *表示P <0.05,**表示P <0.01

4.4   假设检验
4.4.1 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的假设检验
参考温忠麟等[24]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SPSS 21.0对数据进行逐步回归，计算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及其两个维度之间的回归关系，对本研究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如表3中模型2、模型5和模型8所示，职业召唤对创新构想的正向影响显著（β=0.577，P <0.001）,职业召唤对创新执行的正向影响显著（β=0.569，P <0.001），同时对创新行为本身也是呈现正向影响显著的结果（β=0.605，P <0.001），职业召唤对于创新行为与其两个维度的正向相关性比较接近，因此验证并支持了H1、H2和H3。
表3 变量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创新构想
	创新执行
	创新行为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性别
	0.107
	0.103
	0.075
	0.097
	0.092
	0.063
	0.108
	0.103
	0.073

	年龄
	0.131
	0.026
	0.040
	0.003
	－0.101
	－0.086
	0.068
	－0.043
	－0.027

	行业
	0.024
	0.031
	0.031
	0.039
	0.046
	0.041
	0.034
	0.041
	0.038

	岗位
	－0.060
	－0.045
	－0.025
	0.072
	0.087
	0.112
	0.010
	0.026
	0.049

	学历
	0.152
	0.077
	0.062
	0.155
	0.081
	0.071
	0.162
	0.083
	0.071

	职位层级
	0.232
	0.134
	0.116
	0.249
	0.153
	0.124
	0.255
	0.152
	0.127

	职业召唤
	
	0.577***
	0.387***
	
	0.569***
	0.359***
	
	0.605***
	0.393***

	组织支持
	
	
	0.354***
	
	
	0.407***
	
	
	0.403***

	召唤×支持
	
	
	－0.140*
	
	
	－0.125*
	
	
	－0.139**

	R2
	0.131
	0.428
	0.522
	0.114
	0.404
	0.524
	0.128
	0.454
	0.574

	△R
	0.131
	0.297
	0.094
	0.114
	0.289
	0.121
	0.128
	0.326
	0.120

	F
	5.009***
	21.247***
	23.879***
	4.309***
	19.251***
	24.143***
	4.899***
	23.685***
	29.498***


注：*表示P <0.05,**表示P <0.01，***表示P <0.001

4.4.2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组织支持感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在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SPSS 21.0软件对所有变量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一次降低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将标准化后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相乘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与创新构想的正向关系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14，P <0.05），对职业召唤与创新执行的正向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β=－0.125，P <0.05）,对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整体的正向关系也起到负向调节作用（β=－0.139，P <0.01），因此H4、H5和H6得以支持。
为了进一步检验组织支持感在这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调节效应图进行分析。以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的效应图为例，如图2所示，两条回归线均呈现正向回归关系，表明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当组织支持感处于较低的程度时，回归线更为陡峭，体现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因此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了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当组织支持不足、外部环境因素恶劣时，职业召唤对于创新行为的驱动性更为明显，更能突出职业召唤的内在激励作用；相反，当组织支持感较高时，职业召唤对于创新行为的激励作用将被掩盖而不够明显。
 图2改正：1.纵坐标标目“创新行为”与坐标轴上数字重叠了。2.坐标轴上数字统一保留两位小数。3.图内字体字级不宜过大，且应统一大小。

图2 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调节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与意义
基于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和国外关于职业召唤的理论研究，本文选取国内知识型员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实证检验的方式对知识型员工本身的职业召唤对于其在工作中的创新行为的影响和关系进行研究，同时也探究了外部环境因素——组织支持感在这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研究结果来看，知识型员工内心对于职业的召唤感对于他们在自己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创新行为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召唤作为知识型员工的内部驱动力，积极有效地促进员工的创新。进一步来讲，借鉴以往研究将复杂的创新行为按照实践过程拆分成创新构想的产生和创新构想的执行两个维度，职业召唤仍然表现出对这两个维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不论是早期想法的产生还是后期扎实的执行，职业召唤的使命感都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当我们引入外部环境因素——组织支持感作为调节变量的时候，作为一个描述员工对环境的内心知觉的构念，组织支持感对于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创新行为也具有促进的作用。结合理论的推导和数据的检验，组织支持感在职业召唤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在外部环境恶劣、条件较差的情境中，职业召唤对于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更加有力。
本研究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情境下知识型员工的职业召唤对于其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也探究组织支持感等外部因素在这个关系中的影响，拓宽了职业召唤在不同情境下的研究，延伸了职业召唤对员工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员工培养与员工职业召唤、统筹组织支持对于员工创新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情境下知识密集型企业运作和知识型员工人才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为企业的人才管理和激励开拓了新的方向，推动知识型员工创新，可以从员工自身的职业召唤和使命感入手，启发企业探索新情境中的管理之道。
5.2   管理启示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结合企业管理实践和人力资源六大板块中的一些情景，对企业提出以下几点管理启示和建议：
（1）在人才招聘和开发阶段，在创新性人才的筛选和考察中可以逐步引入对于候选人职业召唤的评估。针对技术研发等专业性、知识性比较强的岗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青睐与创新性人才并希望员工在工作中不断创新，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在对这类人才的选拔过程中，除了常规的考核之外，可以通过面试面谈、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开发等方式，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员工的职业召唤水平，优先挑选具有较高职业召唤水平的知识型员工，有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
（2）在人才管理的培训和开发过程中，注重对员工进行职业召唤的培养和灌输，加入职业召唤培养的培训内容。职业召唤的存在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同人的职业召唤状态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尚未形成职业召唤的知识型员工，企业在培训时应加强职业召唤教育，并与企业的文化和使命愿景相结合，为员工提供对于工作价值的了解和认同；加强职业对于社会的价值意义教育，进而培养职业召唤感，并在职业生涯中进行跟踪和评测。增进企业与员工相互了解、认知，促使员工更好地为企业的创新作出贡献。
（3）在员工福利方面，企业应该更新、建立适应于知识型员工的薪酬体系。传统的双激励因素逐步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发生了变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薪酬和奖金不再是唯一的主要激励因素，特别是对于高价值和成就取向的知识型员工而言，满足人生追求和价值使命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因此，企业也应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注重社会形象的树立，为员工提供具有社会价值的愿景，以此吸引具有职业召唤的员工加入，促进企业创新。
（4）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励，并不是激励因素的简单叠加便能产生最佳效应。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激励因素都具有边际效应和一定的持续性，拥有丰富支持和辅助的工作环境固然对于员工的工作具有帮助，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员工产生固化的工作模式和思维习惯。外部激励因素会掩盖内部驱动的作用，但内部使命感对于员工工作和创新的驱动往往却是最有效和持久的。因此企业应该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更多自主开放的工作环境，培养内部工作动机，激发知识型员工内部使命感带来的工作和创新驱动力，进而更好地进行创新和发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没有进一步探究职业召唤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机理，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中介变量的引入来解释整个影响过程；其次关于职业召唤的研究在国内仍比较少见，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职业召唤对于员工一些常规变量的影响，缺乏对于职业召唤形成缘由及其对于组织和个体多方面影响的研究，未来还需要结合企业实践中的情境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方向的拓展；最后是由于笔者的研究范围和能力有限，没有对员工职业召唤对创新行为进行持续性的跟踪调研，以探究职业召唤动态性的特点和内部动机的持久性，后续研究中将增加纵向跟踪的研究，以获得更深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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